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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的争斗及其影响

陈　弢

摘　　要：１９６３年年初的民主德国统社党六大是中德两党关系公开破裂的

标志。统社党的对华政策并非是完全听命于苏共，而是与其在一

系列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同中共存在严重分歧有关。由于完全忽

视了苏德之间的区别和民主德国的虚弱性，中共采取了强硬斗争

的态度。中德两党关系的破裂不仅对两国间的合作关系产生了

极大影响，而且还有利于原本对中德来往有所疑虑的苏联，加强

了苏共与统社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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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相继成立的新中国和民主德国，分别位于社会主义阵营东西两
侧的前哨，是有着共同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兄弟国家。随着５０年代中国和苏东社会
主义阵营关系的发展，两国两党的关系也在５０年代中后期迎来了黄金阶段。双方
在统一问题、获取国际承认和经贸等领域进行了极为深入的合作。中国被民主德
国执政党统社党高层视作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第二根支柱”。①

进入６０年代后，双方的党际及国家关系出现恶化并逐步转为公开论战和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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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Ｂｏｃｋ，?Ｄｅｒ　Ｆｒｅｕｎｄｓｃｈａｆｔｓｖｅｒｔｒａｇ　ｖｏｎ　１９５５，ｉｎ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Ｋｒüｇｅｒ（Ｈｒｓｇ．），Ｂｅｉｔｒｇｅ　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ＤＤＲ　ｕｎｄ　ｄｅｒ　ＶＲ　Ｃｈｉｎａ，Ｍüｎｓｔｅｒ：ＬＩＴ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２，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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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在目前国际冷战史的研究中，１９６３年初的统社党六大被视作中共与统社党及
民主德国关系发展的“决定性转折点”和“公开破裂”的标志，同时也是显示国际共运
分裂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然而，这些研究并未对六大的具体过程、统社党对华
政策有别于苏共的复杂性，以及尤为重要的中共在六大前后对统社党和大会的态度
进行探讨。①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内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开放，中国学者利用中方的档
案材料第一次披露了中共在此次会议前后对苏东阵营政策的变化，但没对中苏论战
下中德关系的特征和中国的对德政策进行单独考察。② 而国内有关中德关系史的专
门研究，则把双方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归于统社党一方，并认为六大期间及其后双
方矛盾的激化是在于民主德国“追随苏联，对中方采取极不友好的态度”。③

本文在综合利用中德两国一手档案，相关当事人回忆录、口述访谈和近年来出
版的苏联档案汇编的基础上，力求尽量客观地考察六大前后中德双方在国内国际
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争斗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其背后所体现的双方关系和中德两
党有关政策的重要特征。

一、统社党六大召开前的中德关系

５０年代中后期中德双方不仅在经贸和国家关系领域存在紧密合作，民主德国
统社党在政治意识形态、军事、教育和经济等领域还学习借鉴了中共的经验，中国
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受到统社党高层的公开赞扬④，以致外界将双方的接
近称为“北京－潘科轴心”。⑤ 然而到６０年代初，随着中德双方国内建设都出现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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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近年来西方学界利用德文一手档案对统社党六大在中德关系史上意义的论述，参见Ｎｉｃｏｌｅ　Ｓｔｕｂｅ－Ｂｅｒｒｉｅｓ，
?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　ｄｅｒ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ＤＤＲ－ＶＲ　Ｃｈｉｎａ，１９５６－１９６９，ｉｎ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Ｋｒüｇｅｒ（Ｈｒｓｇ．），Ｂｅｉｔｒｇｅ　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ＤＤＲ　ｕｎｄ　ｄｅｒ　ＶＲ　Ｃｈｉｎａ，Ｍüｎｓｔｅｒ：ＬＩＴ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２，Ｓ．１１９；Ｗｅｒｎｅｒ
Ｍｅｉｎｅｒ，Ｄｉｅ　ＤＤＲ　ｕ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９　ｂｉｓ　１９９０，Ｐｏｌｉｔｉｋ－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Ｋ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ｅ　Ｑｕｅｌｌｅｎ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Ｂｅｒｌｉｎ：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５，Ｓ．１４１；Ｃｌａｕｄｉｅ　Ｇａｒｄｅｔ，Ｌ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　ｄｅ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ｄｅ　ｌ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　１９４９－１９８９，Ｂｅｒｎ：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２０００，ｐｐ．１５４－１６０；Ｍａｒｔｉｎａ　Ｗｏｂｓｔ，Ｄｉｅ
Ｋｕｌｔｕｒ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ｄｅｒ　ＤＤＲ　ｕｎｄ　ＶＲ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９－１９９０，Ｍüｎｓｔｅｒ：ＬＩＴ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４，Ｓ．６３－６４．其他
的有关研究，参见Ｌｏｒｅｎｚ　Ｌüｔｈｉ，Ｔｈｅ　Ｓｉｎｏ－Ｓｏｖｉｅｔ　Ｓｐｌｉｔ，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２２８－２３６．
李丹慧：《关于１９６０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载《俄

罗斯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１０５－１２８页。

潘琪昌：《百年中德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版，第１１９－１２１页。

主要可参见党内二号人物格罗提渥（Ｏｔｔｏ　Ｇｒｏｔｅｗｏｈｌ）的讲话：《在共同斗争中相互支持：格罗提渥在
德驻华大使宴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８日，第４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马特恩（Ｈｅｒｍａｎｎ
Ｍａｔｅｒｎ）的讲话：《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国家万岁：在首都各界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７日，第２版。

对此问题有关的研究，请参见 Ｍ．Ｊ．Ｅｓｓｌｉｎｇ，“Ｅａ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Ｐｅｋｉｎｇ－Ｐａｎｋｏｗ　Ａｘｉ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３／１９６０，ｐｐ．８５－８８；Ｈｅｍｅｎ　Ｒａｙ，?Ｄｉ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Ａｃｈｓｅ　Ｐｅｋｉｎｇ－Ｐａｎｋｏｗ，Ａｕ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１１，１９６０，Ｓ．８１９－
８２５．潘科（Ｐａｎｋｏｗ）是柏林的一个行政区，民主德国时期这里是统社党的政治中心———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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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以及民主德国发生大规模人员外逃的情况，统社党开始转变政策，公开反对
中共向民主德国输出人民公社等经验。统社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在１９６０年６
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指出，（中共的经验输出）会挑起民主德国国内和党内的争
论，“民主德国处在开放的边境下，对这种事情一天也不能忍受。”①此外，在中苏分
歧发展的过程中，民主德国高层还做出了在与中共争论前要先同苏共商量的指
示。② 紧接着，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贺龙率领的出席民主德国建国１２周年庆典的中国代
表团，也在访问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冷遇和刁难，使双方关系明显恶化。③

统社党对中共态度的逐渐冷淡与其在内政外交等诸多问题上与中共的不同看

法有关。在内政上，６０年代初期统社党高层对解决民主德国的大规模人员外逃和
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并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六大上通过相关的决议，以
改革经济体制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统社党试图通过改革，强调物质刺激对经济
发展的作用，同时提升企业和基层的权力，增加灵活性，最终达到国内的政治稳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包括埃里希·阿佩尔（Ｅｒｉｃｈ　Ａｐｅｌ）和君特·米塔格（Ｇüｎｔｅｒ　Ｍｉｔ－
ｔａｇ）等诸多党内经济和技术问题专家越来越为统社党高层看重。④

在外交领域，统社党在南斯拉夫问题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也和中共
存在严重分歧。为了打破联邦德国和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孤立，统社党倾向于和尽
可能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南斯拉夫和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重要发起国，

其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尤为统社党所重视。５０年代末期，民主德国与被中共批判为
“修正主义”典型的南斯拉夫建立的外交关系，是其第一次与苏联阵营之外的国家
建立外交关系，具有重大意义。⑤ 因此统社党也邀请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参加
即将召开的六大。而印度作为民主德国争取更大范围的国际承认的对象，在５０年
代中后期以来也越发为民主德国所重视。但中印边境冲突的爆发，使得民主德国
在印度和作为社会主义兄弟的中国之间感到“进退失据”，并受到了双方的指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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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ｅｄｅ　ｄｅｓ　Ｇｅｎｏｓｓｅ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Ｕｌｂｒｉｃｈｔüｂｅｒ　ｄｉｅ　Ｎｏｔ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　ｅｉｎｅｓ　Ｍｅｉｎｕｎｇｓａｕｓｔａｕｓｃｈｅｓ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ｄｅｎ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ｐａｒｔｅｉｅｎ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Ｌｎｄｅｒüｂｅｒ　Ｆｒ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Ｌａｇｅ”，

ＳＡＰＭＯ－ＢＡｒｃｈ，ＪＩＶ　２／２０２／２７２，ｉｎ　Ｗｅｒｎｅｒ　Ｍｅｉｎｅｒ，Ｄｉｅ　ＤＤＲ　ｕ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９ｂｉｓ　１９９０，Ｐｏｌｉｔｉｋ－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Ｋ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ｅ　Ｑｕｅｌｌｅｎ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Ｓ．１１８－１１９．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普扎诺夫与施奈德温特会谈纪要：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５日，

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此访的具体过程请参见童欣：《１９６１年贺龙访民主德国———两国关系恶化中的关键一环》，载李丹慧
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１７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版，第１０４－１３１页，这里第１１２－１１５页。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Ｗｅｂ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ＤＤＲ，Ｍüｎｃｈ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Ｔａ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９，Ｓ．２３７．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Ｗｅｎｔｋｅｒ，Ａｕ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　ｉｎ　ｅｎｇｅｎ　Ｇｒｅｎｚｅｎ，Ｄｉｅ　ＤＤＲ　ｉ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１９４９－

１９８９，Ｍüｎｃｈｅｎ：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ｒｇ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７，Ｓ．１６４－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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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因而陷入严重矛盾之中。①

与此同时，中共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却日益激进，反修防修逐渐成为党的工作
重点。这包括在国内重提阶级斗争，批判党内由于反思“大跃进”和大饥荒所进行
的改革措施。而在国际政治上批判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对外采取缓和、

不要四面树敌及防治中苏斗争继续尖锐下去等建议。② 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共对
统社党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其内政外交政策的评估几乎完全是负面和
批判性的。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０日，中国驻德使馆对统社党在六大会议前发布的几份
文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对统社党进行了全面批判。这
份分析报告指出，统社党对内“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阶级调和，强调国家机关主
要做经济工作。基本上没有进行思想改造，仍迷信物质刺激，不强调人的因素，片
面强调科学技术和物质刺激，并迷信经济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只要东德人收入高
就可以稳住东德人心，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③

在这份文件看来，统社党强调物质刺激是与其“不提自力更生、依赖外援”联系
在一起的，“统社党提出的发展民族经济口号是民族经济其名，附庸经济其实”，“从
一味依赖资本主义到依赖修正主义，日子也并不好过，仍然脱不了寄人篱下的处
境”，而“统社党文件中所提的集体领导问题，也基本上是照抄苏联的做法”。④

对于统社党的对外政策，这份文件认为，“统社党对外政策的基本路线是跟随
苏联片面地追求和平共处，害怕紧张，害怕战争，所以在东西德关系上不是高举革
命、斗争和重新统一德国的旗帜，而是采取关门建设社会主义。与西德长期和平共
处，实际上是放弃领导西德革命斗争的错误路线”。报告还批评了统社党对苏共和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认为其“花很大篇幅来吹捧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纲领的意
义，好话都被说尽了”，而“德南关系几年来有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勾结得更紧密
了”。总之，此份报告认为“德党是在越变越坏，在进一步贯彻执行苏共２２大的路
线，在修正主义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修正主义的观点越来越全面、系统”。基于这种
情况，驻德使馆指出，“六大会议上将会出现一个大肆攻击马列主义、反华、反阿的
浪潮。我们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⑤

在中共应对统社党六大策略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在

１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葛君：《民主德国对１９５９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及其演变》，载李丹慧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１７
辑，第８９－１０２页，这里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版，

第１２３－１４８页。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研究室：《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文件的一些初步看法》，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０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６９－０１。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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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中央日常工作大都由刘少奇主持，但一些重要决定都得和正在杭州疗养的
毛泽东“通电话，以征求他的意见”。此外这一时期中共公开发表的反修文章大都
事先经过了毛泽东的审定。①

此时的毛泽东在应对东欧各国党代会上出现的对中共批判浪潮时，表现出了
公开斗争和对抗的强硬立场，并亲自为出席六大的代表团定下了不要害怕斗争的
基调。１９６３年１月６日至７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了伍修权②、赵毅敏③等人的情
况汇报，并当着伍、赵和外国宾客的面表示，“依靠外国才能制定自己党的政治和组
织路线的党绝不会成功，哪怕是小国小党也是如此”，“如果对方不公开攻击，我们
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④ 他本人在这段时期内写作的《七律·
冬云》（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１９６３年１月８日）两首诗
词，将统社党在内的东欧共产党比作嗡嗡叫的“苍蝇”，是在“蚍蜉撼树”和要被完全
加以“扫除”的“害人虫”。这种斗争情绪直接在参加统社党六大的中共代表团中体
现了出来。

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２年年底决定赴德代表团将由９人组成，包括团长伍修权，团
员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以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熊复
等，同时还派出俄文（阎明复）、德文（宦国英和梅兆荣）及英文和西班牙文翻译前
往。⑤ 考虑到在统社党六大上斗争的重要性（赫鲁晓夫将亲自参加），毛泽东还在

１９６３年１月８日晚上亲自向周恩来指示，出席六大的中共代表团还要再增加几名
秀才。⑥

二、统社党六大上的争斗

统社党六大定于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在东柏林召开。为了不让社会主
义阵营内部的争论影响到会议的正常召开，乌布利希在六大开幕前５天的党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亲自指示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马特恩（Ｈｅｒｍａｎｎ　Ｍａｔｅｒｎ）准备好应
对可能出现中国代表团退场的局面。而如果中方在会上攻击南斯拉夫，会议主席

１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２７、３３３页。

伍修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曾在１９５０年１１月率中共代表团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控诉
美国，并因而在国内外声名大振。

赵毅敏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率团参加了１９６２年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５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８２－１８３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告代表团名单和离京赴德日期》，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
号：１０９－０２５７０－０１。

同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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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需要立即介入，同时切断会议转播设备的信号。①

在１５日上午９点的开幕式上乌布利希作了长达５个半小时的报告，在第二部分
“我们怎样估计今天的国际局势”中有一节专门谈到了国际共运的问题。与此前的
捷共十二大等会议一样，报告在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同时含沙射影指责中共是
“站在阿党背后的人和支持阿党的某种势力”，“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正在把教条
主义观点强加于人”。而统社党“全力支持赫鲁晓夫和苏共，坚决拒绝对他们的污蔑
性攻击”。② 这里对中共的指责仍然是间接的，与统社党以往的表态区别不大。

除了这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责，乌布利希还把对中共的批评扩大到了国家关
系领域，即指责后者在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冲突中的相关做法。事实上，中印边界冲突
已成为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外交的一次重大考验。苏共在１９６２年底，即在统社党
六大召开之前就已公开批评中共的“冒险主义”，并表态要向印度提供军事设备。③

而在六大召开之前，民主德国的外交政策已经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统社党中
央和民主德国外交部有关中印边境的地图是有利于中国一方的，这客观上支持了中
方的立场，因而受到了印度外交部的抗议。然而，另一方面统社党又不得不考虑印
度这个对民主德国获得不结盟运动国家承认有重要影响的伙伴，因此一直没有公开
表达过民主德国到底站在冲突的哪一方。统社党的做法非但未获得中共的善意回
应，还得罪了印度方面。例如，印方在１９６２年年底向全世界１０４个国家寄送附有尼
赫鲁的亲笔书信和边境地图的中印冲突文件时，却并未寄一份给东柏林。④ 直到

１９６４年之后，民主德国才开始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明显偏向于印度一方。⑤

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乌布利希打算借六大这一兄弟党内部协商的机会在阵
营内部对中共进行规劝，阻止中印矛盾继续升级，避免再次导致民主德国外交的困
境。所以，乌布利希在发言中批评了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同各党不商量，也不
通信息”⑥。他试图使中共理解，“中印边界冲突有害于和平共处和社会主义体系

１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　３５：Ｒｅ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ｐｒｏｔｏｋｏｌｌ　Ｎｒ．５７ｄｅｒ　Ｓｉｔｚｕｎｇ　ｄｅｓ　Ｐｏｌｉｂüｒｏｓ　ｖｏｍ　１０．１．１９６３，ｉｎ　Ｗｅｒｎｅｒ
Ｍｅｉｎｅｒ，Ｄｉｅ　ＤＤＲ　ｕ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９ｂｉｓ　１９９０，Ｐｏｌｉｔｉｋ－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Ｋ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ｅ　Ｑｕｅｌｌｅｎ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Ｓ．１２８．

中共代表团：《乌布利希报告中攻击阿党、我党及其他情况》，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５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６９－０１。

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５８－７９页，这里第

７５、７８页。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Ｖｏｉｇｔ，Ｄｉｅ　Ｉｎｄｉ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ＤＤＲ，ｖｏｎ　ｄｅｎ　Ａｎｆｎｇｅｎ　ｂｉｓ　ｚｕｒ　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 （１９５２－
１９７２），Ｋｌｎ：Ｂｈｌａｕ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８，Ｓ．３５６．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Ｗｅｎｔｋｅｒ，Ａｕ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　ｉｎ　ｅｎｇｅｎ　Ｇｒｅｎｚｅｎ，Ｄｉｅ　ＤＤＲ　ｉ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１９４９－
１９８９，Ｓ．２８７－２８８．

这一点其实也是乌布利希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４日同来访的印度共产党主席什里帕德·丹吉（Ｓｈｒｉｐａｄ
Ｄａｎｇｅ）谈话中所提到过的，参见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Ｖｏｉｇｔ，Ｄｉｅ　Ｉｎｄｉ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ＤＤＲ，ｖｏｎ　ｄｅｎ　Ａｎｆｎｇｅｎ　ｂｉｓ　ｚｕｒ
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 （１９５２－１９７２），Ｓ．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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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并“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希望中国在边界问题上遵守和平共处原则”。① 乌
布利希的表态多少包含着一些个人情绪。因为一个月前，外交部副部长塞普·施瓦
布（Ｓｅｐｐ　Ｓｃｈｗａｂ）刚对来访的印度代表团表示过，“不要讲冲突是由中国的挑衅而
导致的”。② 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乌布利希并非是偏向印度一边刻意指责中国，而
是更多地强调内部协商和避免危机升级的重要性。只不过乌布利希可能并未明确
意识到，自１９６２年年底欧洲各国共产党召开党代会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对中共
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

乌布利希的指责还萦绕在中共代表团的耳边，１６日上午赫鲁晓夫在大会上
发表的长达２小时４５分钟的讲话，提出了停止公开争论的呼吁。这一讲话内容
完全出乎中共事先的预料。中方对讲话进行分析后认为，赫鲁晓夫“并未指明攻
击中共，且指名攻击阿党时的调子也比较一般”。③ 但所谓“停止公开争论”的呼
吁是其虚弱性和狡猾的迂回策略的表现，“企图以团结旗帜争取中间派，诱惑左
派，以求进一步孤立我党，准备将来公开破裂时将责任推到我党身上，值得充分
注意”。④

此时中共将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的讲话看做是在相互配合，即一方高举团结
和解的旗帜，另一方则对中共进行公开批评，以此来获取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公共舆
论的支持，并将分裂的责任归到中共的身上。⑤ 但笔者并未在已开放的中、德、苏
三方档案中找到这种德苏密谋的直接和具体证据。实际上，这与其说是德苏主动
故意为之，还不如说是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两人讲话所造成的客观效果。正如上
文所说，此时统社党对中共的政策比较复杂。统社党之所以批评中共，一是由于在
内政和经济发展方式上已经和中共渐行渐远；二则是表达对中印边境问题上的不
满。但即使如此，统社党的批评也是有限度的。因为西方世界的各大媒体和联邦
德国的情报机构，正在密切观察这次会议及会议上社会主义阵营内斗的情况，并准
备对民主德国与中国之间的不和进行大肆宣传，给民主德国的内政外交，乃至大会

１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此外，统社党政治局候补委员佛雷里希在大会上发言时，还不指明地攻击了“纸老虎”的观点，参见
中共代表团：《乌布利希报告中攻击阿党、我党及其他情况》，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５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１０９－０２５６９－０１。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Ｖｏｉｇｔ，Ｄｉｅ　Ｉｎｄｉ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ＤＤＲ，ｖｏｎ　ｄｅｎ　Ａｎｆｎｇｅｎ　ｂｉｓ　ｚｕｒ　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 （１９５２－
１９７２），Ｓ．３５８－３６０

中共代表团：《致词中增加一段文字的措辞》，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
０２５７０－０１。

中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的讲话情况和我们的看法》，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１０９－０２５７０－０１。

主要参见中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的讲话情况和我们的看法》；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二）》，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７５８－７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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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进行制造混乱。①

在这种情况下，统社党十分害怕中共在大会上进一步扩大分歧。因此在赫鲁

晓夫讲话后，大会的国际问题委员会专门举行会议，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并表示对

赫鲁晓夫建议的支持。此后，国际问题委员会主席赫尔曼·阿克森（Ｈｅｒｍａｎｎ

Ａｘｅｎ）和统社党中联部部长彼得·弗洛林（Ｐｅｔｅｒ　Ｆｌｏｒｉｎ）主动来找伍修权，以维护
“国际共运的团结”为由要后者在致辞中回答赫鲁晓夫的建议。而中方发表讲话的

具体时间统社党也“愿意照顾”。②

中共之所以会认为德苏之间存在主动相互配合的密谋，主要是由于一直以来

及会议期间中方所观察到的苏德亲密关系，以及中德、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隔

阂。例如，统社党每天都把参会代表团安排到国务委员会大厦共进午餐。苏共、东

欧和蒙古代表团的第一书记坐在主宾席上，而其他代表团却被安排坐在散桌席上。

此外，统社党官员都陪苏共代表团坐在一起，而中共代表团则无人作陪。中共代表

团认为“这包含了统社党中央的某种政治意图”。于是，从大会召开的第二天起中

共代表团改到中国驻德使馆吃午饭，“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③ 但中方观察到的

上述情况不能构成所谓德苏密谋的直接证据。

无论如何，在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两人讲话后出现了一种自中苏分歧公开以

来中共尚未遇到过的复杂情况。中方原本准备了一段回击赫鲁晓夫指责中共的发

言内容，现在看来也不再可行。④ 中方发现，在上述两人讲话后，“现在许多中间派

的党都有强烈的团结愿望，左派各党中也有不少人担心破裂”。⑤ 中共甚至认为，

“估计赫集团将迫使更多兄弟党代表团在大会上表态，拥护赫的建议，胁其多数，造

成声势来压我”。⑥ 而阿克森的国际问题委员会“显然是为作出谴责中共破坏团结

和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的决议而设立的”，“赫集团纠集其仆从发表谴责我党和支

１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ｅｒｉｃｈｔüｂｅｒ　ｄｉｅ　Ｔｔｉｇｋｅｉｔ　ｄｅｒ　Ｂｏｔ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ｄｅｒ　ＤＤＲ，Ｂｅｒｌｉｎ，２７．６．１９６３，

ＳＡＰＭＯ－ＢＡｒｃｈ，ＤＹ　３０／３６０７／０１／０８３；《德党六大攻击我党的情况》，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０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７０－０１。

中共代表团：《阿克森约见我团长谈话情况》，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
０２５６９－０１；Ａｋｔｅｎｖｅｒｍｅｒｋüｂｅｒ　ｅｉｎ　Ｇｅｓｐｒｃｈ　ｍｉｔ　ｄｅｍ　Ｌｅｉｔｅｒ　ｄｅｒ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ｒ　ＫＰ　Ｃｈｉｎａｓ　ｚｕｍ　ＶＩ　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　ｄｅｒ
ＳＥＤ　ａｍ　１６．１．１９６３，１７．００Ｕｈｒ，ＳＡＰＭＯ－ＢＡｒｃｈ，ＤＹ／３０／３０６７／０１／００４．

中共代表团：《德党大会花絮一则》，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７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７０－０１。

中共代表团：《致词中增加一段文字的措辞》，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
０２５７０－０１。

中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的讲话情况和我们的看法》，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１０９－０２５７０－０１。

中共代表团：《大会情况》，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７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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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者的联合声明或其他形式的文件也有很大可能”。①

为此，中共代表团在当天晚上陆续约见了越南、日本和印尼代表团，“就赫讲话
交换了意见”。② 此后，中国、朝鲜和越南三国代表团成员还在中国驻德使馆集中，

对赫鲁晓夫的报告进行深入讨论。③ 这次讨论的结果，则是将“尽可能地争取群众
和向兄弟党代表团做说服工作，宣传我党的主张，使其理解和赞同我们的行动”作
为了重要的应对措施。④ 之后，中共和朝鲜党代表团都采取了这一做法。⑤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如何对待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讲
话的问题上还出现了意见分歧。中共中央在收到代表团的信息后，在１６日晚１２
点向伍修权指出，“鉴于乌布利希报告中对中印边界问题上向我提出了新的攻
击，中央决定在你的贺词中加上一段给予回答”。中央亲自拟定的这段话指出，
“尼赫鲁政府受到了一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的支持和鼓励。这些人
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自始自终，不顾事实，颠倒是非”。中央指出，这些人对中国方
面的看法和说明却“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实际上是同尼赫鲁一起，

参加了反华大合唱”。⑥

中共代表团则认为，还是应该把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区别对待，因为“赫鲁晓
夫发言后，六大的中心问题是争夺团结旗帜的问题。而乌布利希在中印问题上对
我进行的攻击，比较起来已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在致词中以不增加有关中印问
题的一段，以集中回答赫鲁晓夫的建议为宜。对乌的攻击，可采取其他方式回
击”。⑦ 中央在收到代表团的回复后，在１７日晚上６点（北京时间）回电指出，“乌布
利希既然在中印问题上攻击我们，就应回复。发去的一段仍应讲”。而且“讲话的
时间越早越好”，“只许自己攻击别人，不许别人回答，是办不到的”。⑧ 这样，代表

１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德党［六大］代表团的工作总结》，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０日，中国外交部档案
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６９－０１

中共代表团：《大会情况》，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６日。

此时仍不想在中苏分歧中选边站的越南劳动党，为了避免因参加此次在中国使馆进行的讨论可能
会“给公众留下负面印象”，很快就离开了使馆。参见Ｌｏｒｅｎｚ　Ｌüｔｈｉ，Ｔｈｅ　Ｓｉｎｏ－Ｓｏｖｉｅｔ　Ｓｐｌｉｔ，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ｐ．２３４．

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７月版，第２６９页。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各国对伍修权同志和赫鲁晓夫在德党代会上发言的反应》，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４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３３８１－０２。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在贺词中增加一段中印边界问题的内容给伍修权同志的指示电》，１９６３年

１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６９－０１。

中共代表团：《建议集中回答赫建议问题》，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６９－
０１。

中共中央：《中央对代表团１６日２４时请示电的复示》，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７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１０９－０２５６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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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只能表示“当坚决按照中央的指示执行”。①

中共在会议接下来的时间里采取了全面斗争的态度。１８日上午伍修权发表
了中共代表团的致辞。中方认为，自己在六大上为了获得发言机会受尽刁难，主要
由于是个大党才获得了发言机会，②即“代表团争取到了致词的机会”。③ 但事实
上，正如上文所说统社党在赫鲁晓夫讲话后改变了会议的议程，主动前来邀请中共
发表讲话。１７日中午，德方正式提出，安排中共在１８日上午９点致辞。④

伍修权的讲话内容充满了激昂的斗争情绪。在致辞前，中共代表团事先做出
了准备，通过新华社记者、使馆和代表团三个渠道散发致辞的各种外文稿。⑤ 代表
团甚至认为，“苏德已事先控制一批打手，包括日夫科夫、泽登巴尔、隆哥等，准备在
我致词后进行围攻”。⑥

伍修权致辞时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都在场。致辞中伍修权对统社党、南共和
苏共都进行了批判，并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进行了回击。⑦ 当伍修权提到南斯拉夫
问题时，六大执行主席、柏林市委第一书记保罗·维尔纳（Ｐａｕｌ　Ｖｅｒｎｅｒ）当即打断其
讲话，并大声表示不能同意中共在六大上进行反南宣传，“乌布利希也在一旁附
和”。⑧

伍修权致辞完毕之后，维尔纳当场表示每个人都同意赫鲁晓夫的建议，而中共
代表口头赞同实际上反对。因此，统社党抗议中共的挑衅，要同那些提出同样抗议
的党团结在一起，坚决拒绝对南斯拉夫的污蔑和谩骂，“中国代表的讲话完全违背
了兄弟党关系准则”。民主德国广播电台立即进行了广播，称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攻
击兄弟党，会议主席当场作了驳斥，但广播没有公开中方讲话的具体内容。⑨

伍修权的致辞直接打乱了统社党对六大的部署和会议议程，西方媒体也对此
进行了报道。瑏瑠 统社党高层显然没有料到中共会作出如此强硬的表态，也担心事
态扩大而被西方利用。因此，政治局委员赫尔勃特·瓦恩克（Ｈｅｒｂｅｒｔ　Ｗａｒｎｋｅ）和马
特恩在当天午后的讲话中，都对伍修权讲话表示遗憾。虽然马特恩表示统社党在

１３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中共代表团：《我代表团十八日致词》，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７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７０－０１。

笔者采访梅兆荣记录，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６日。

中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德党［六大］代表团的工作总结》。

同注①。

同注③。

中共代表团：《伍修权同志致词时会场情况和代表团对斗争发展的几点估计》，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８日，中
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７０－０１。

致辞主要内容，参见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二）》，第７６１－７６４页。

同上。

同上。

同上。



陈　弢：兄弟阋墙：中德在１９６３年统社党六大前后的争斗及其影响

中印边界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和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和中共意见不一致，但强调“不
要分裂、要团结”，“我们不愿牵入到这个争论中去”。①

伍修权致辞后，赫鲁晓夫曾召集几个党的代表团秘密开会商讨对策，中共认为
这是“频繁进行着串联活动”，并“组织了若干会议，布置反击”。② 事实上，乌布利
希在１８日下午的总结发言中相当克制，并未再提及中德之间存在分歧的南斯拉
夫、阿尔巴尼亚和中印边界问题。以至于中方认为，“这是吞下了我致辞中的坚决
回击”。相反，乌布利希却强调“大会体现了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西方
想在我们这里找分歧的努力没有兑现，他们为自己的分歧已经够忙。我们这里即
使有不同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得到澄清，并恢复正常”。他表示，“在一系列根
本问题上，我们同中国同志是有分歧，但还是令人寄于希望。为了国际共运的利
益，也为了能干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一向同中国人民保持着友好关系”。③

对此，中共则继续从斗争的立场出发观察统社党的行动，完全陷入到了对立情
绪中，不能理解在一系列国际和国内问题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于统社党和民
主德国的重要性，也没有看到统社党和苏共的区别。因此，中国代表团除了随行工
作人员外，并未出席乌布利希的总结发言。中方认为，从乌布利希的总结来看，中
央所采取的方针已使“赫集团及其一伙处于被动，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已取得初步
胜利”。中方尤为注意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显得心情沉默，一直在出神”。④

在中共代表团拟定的会议最后几日的行动计划中，中方只参加２１日下午的闭
幕式，不出席当晚的招待宴会，以此“作为我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一个行动表
现”。⑤ 乌布利希在闭幕式的讲话，竭力展现六大是一次“团结的会议”，“资本主义
国家的媒体努力想在这次会议上发掘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歧的愿望落了空”，他还
呼吁中共，“为了国际共运团结的利益不要再进行公开争论”。⑥

尽管全场与会代表对乌布利希的闭幕词多次起立鼓掌，但中共代表团从头到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则认为这些表态“软弱无力、心虚得很”，参见中共代表团：《十八日上午德党大会发言情况》，

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８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７０－０１。

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二）》，第７６５页；中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德党［六大］代表团的工作总
结》。

中共代表团：《十八日下午德党大会情况》，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８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７０－
０１。

同上。

中共代表团：《代表团最后行动计划》，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９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７０－０１。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　３９：?Ｓｃｈｌｕｗｏｒｔ　ｄｅｓ　Ｇｅｎｏｓｓｅ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Ｕｌｂｒｉｃｈｔ　ｚｕｒ　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üｂｅｒ　ｄｉ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ｌｉｃｈ
ｖｏｒｇｅｌｅｇｔｅｎ　Ｂｅｒｉｃｈｔｅ，üｂｅｒ　ｄａ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ｕｎｄüｂｅｒ　ｄａｓ　Ｒｅｆｅｒａｔ，ｉｎ　Ｗｅｒｎｅｒ　Ｍｅｉｎｅｒ，Ｄｉｅ　ＤＤＲ　ｕ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９ｂｉｓ　１９９０，Ｐｏｌｉｔｉｋ－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Ｋ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ｅ　Ｑｕｅｌｌｅｎ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Ｓ．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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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不起立，不鼓掌。而在会议结束高唱国际歌时，中共代表团起身离开会场。① 中
共代表团的成员认为，这样的行动在大会上显得非常引人注目，明显地影响了会议
的“圆满”气氛。稍后德方邀请中方参加的招待酒会、音乐会和展览会等，中方也没
有出席。②

中共代表团还拒绝了统社党一起乘坐泽登巴尔专机回国的安排③，而是乘飞
机经莫斯科回国。④ 尽管如此，统社党前来送行的官员在机场仍表达了同中共和
解的希望，“这次党代会是解决矛盾的起点，希望在这个起点之后就是春天”。⑤

三、六大后中德的公开论战及其影响

六大结束后，中共和统社党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公开论战。

１９６３年２月９日，驻德使馆在给中央发回的分析意见中指出，六大是个“反华的大
会，反阿已降为次要地位。反华气焰达到了历来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会议的顶
峰”。⑥ ２０日，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也指出，“深刻体会到中央指示的正确。对修正主
义者的分裂活动的斗争，决不能依靠妥协退让来求得缓和”。⑦ 这些分析基本上都
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２３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苏联大使时（伍修权也在座，

并会偶尔补充和评论⑧）表示，他对赫鲁晓夫在统社党六大上提出停止论战，但同
时又公开批评中共的做法感到“不满意”，认为，“索性进行公开论战，天塌不下
来”。⑨

１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共代表回答国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从来是唱国际歌的，但我们对国际歌的态度是严肃的，不
能同共产主义叛徒铁托分子一起唱国际歌”。参见中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德党［六大］代表团的工作
总结》。

统社党为了防止中国在酒会上采取行动，仅发给中国代表团３个成员请帖，中国大使、记者和随行人
员均未收到请帖。参见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二）》，第７６４页；中共代表团：《二十一日晚德方举行酒会》，

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２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６－００７２０－０３；中共代表团：《德党大会二十一时十四时半结束》，

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１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７０－０１。

此时泽登巴尔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在意识形态分歧中站在苏共一方，被中共视作了修正主义集
团的一员———笔者注。

中共代表团：《代表团定二十二日离德飞京》，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２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
０２５７０－０１。

为中方送行的包括政治局候补委员雅鲁文斯基、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柯尔特（１９６４年出任驻华大
使）、司法部部长本雅明以及一直陪同中方的空军司令凯斯勒中将，参见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我代表团
离柏林时的情况》，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２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７０－０１。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对德党“六大”的一些看法》，１９６３年２月９日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１０９－０２５６９－０１。

中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德党［六大］代表团的工作总结》。

苏联驻华大使馆：《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３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
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卷，第２５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５卷，第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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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阵营分歧公开后，中共还未曾在党报上公开发表过直接指责统社党
的文章，这多少为双方的关系改善留有一些余地。而统社党六大上双方的斗争，以
及毛泽东的必须对公开攻击予以公开回答的指示，使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
民日报》在会议结束后的１月２７日头版上发表长篇社论，用大篇幅公开与统社党
展开了论战。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在该文发表前曾亲自进行审定，并表示文章“写得
很好，可以发表”。①

这篇文章并未回应统社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攻击，而是将重点集中在国际
共运团结和分裂的问题上，认为统社党六大是“制造分裂、扩大分歧的亲痛仇快的
事件”，“面临着美帝和西德军国主义威胁的民主德国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团结
是假团结”，并将“攻击中共”等作为苏东共产党搞分裂的罪证。文章还指出，“国际
共运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关头，团结正遭受严重的威胁”。②

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统社党非常重要。２月１２日乌布利希亲自给毛泽东
写信，指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我们党生死攸关”，“希望中共不要
继续进行公开的争论，并在语言和行动上都接受很多兄弟党都认同的赫鲁晓夫的
建议”。他将《人民日报》的文章称作是“侮辱性的”、“采用帝国主义媒体常用的诽
谤式攻击”，“中共开创的这种方式不利于国际共运的团结”。③

但此时中共已正式提出了“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认为
世界革命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而且在斗争中“绝不能迎合修正主义”。④ 因此，

乌布利希信的内容“并不重要”，⑤反倒成了中共对统社党进行批判的又一个理由。

在３月２７日给统社党的回信中，中共再次对统社党及“六大”这个 “反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大会进行了批判。⑥

这些公开相互指责给外界提供了中德关系恶化的直接证据，而中共在德国民
众中的宣传活动，则使得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上文已提到，统社党六大期间中国
使馆成了以中共为代表的国际共运“左派”力量的集中地。此外，会议期间中国驻
德使馆就已经组织中国留学生和亲华人士等散发印有中方意见的印刷稿。而会后
中共正式将“在德国群众中做工作”视作对德斗争的重要手段，加大了对民主德国

１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苏关系回忆录》，第３３７页。
《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载《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７

日，第１版。

Ｕｌｂｒｉｃｈｔｓ　Ｂｒｉｅｆ　ａｎ　Ｍａｏ　Ｔｓｅ－ｔｕｎｇ，１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１９６３，ＳＡＰＭＯ－ＢＡｒｃｈ，ＤＹ　３０／３６０７／０１／００７．
李丹慧：《关于１９６０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德党中央致我党中央信的译文》，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５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６９－０１。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对德国统一社会党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２日来信的复信》，１９６３年３月２７日，中国外
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６９－０１。



《德国研究》２０１５年 第４期 第３０卷 总第１１６期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民众进行宣传的力度。驻德使馆的一份材料显示，“来使馆要材料的络绎不绝，有
的甚至是高级干部的家属。德外交部对我散发我代表团讲话稿已正式提出警告，

我新华社德籍雇员突然向我提出辞职，说明分歧太深，在留学生中也已开始发生尖
锐挑衅。”①

驻德使馆承认，对民众进行宣传的做法使得“我们在这里已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和绊脚石，估计德方可能在国家关系上作文章”。为此“要善于利用有利形势作工
作。他们最怕我们发材料，发材料要注意稳妥，多做口头宣传，多介绍人民听北京
外文广播，通过左派作工作，通过亚非拉学生作工作，革命的影响，修正主义者是阻
止不了的”。②

这样的宣传攻势导致了民主德国国内和统社党党内观点的混乱。例如，伍修
权致辞后，一位民主德国老教授、冶金专家特别邀请中国研究生在饭馆谈话，说中
共是正确的，统社党中央是错误的。此外还有几名德国人到中国使馆做了同样的
表示。③

统社党对中共的宣传攻势非常不满，对其在德影响甚至感到恐惧。它一方面
告知中国使馆这样做的“不可允许性”，并在德通社上发文指责中共的行为“违反现
有规定和法律条例”。④ 另一方面又指派国安部门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
些材料主要是有关中共对国际共运的观点和“对兄弟党领导人诋毁”的内容，由北
京的出版社、书店和电台直接寄送或经中国使馆散发给民主德国的民众和在德外
国人（尤其是来自亚非国家的留学生）。⑤ 此外，中共还在德国隐蔽地招募亲华派
人员。而尤为让统社党不想看到的是，联邦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等情报机关利用
中苏、中德的分歧，大规模复制中国的这些材料，并直接将其寄给统社党和民主德
国政府官员。统社党还发现，联邦宪法保卫局甚至可以从北京直接获得这些材
料。⑥ 因此，民主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规定，对民主德国民众与中国使馆的
交往进行限制。⑦

统社党六大上的交锋加上这场宣传和反宣传战，使得两国两党之间的信任荡
然无存，对立的气息弥漫在双方的交往中。在这股强烈的斗争情绪影响下，中共完

１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对德党“六大”的一些看法》。

同上。

中共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德党［六大］代表团的工作总结》。

驻德使馆则表示这一行动是“完全正当的”，参见《我驻德大使馆发言人驳德意志通讯社》，载《人民
日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５日，第１版。

Ｂｅｒｉｃｈｔüｂｅｒ　ｄｉｅ　Ｔｔｉｇｋｅｉｔ　ｄｅｒ　Ｂｏｔ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ｄｅｒ　ＤＤＲ，Ｂｅｒｌｉｎ，２７．６．１９６３，

ＳＡＰＭＯ－ＢＡｒｃｈ，ＤＹ　３０／３６０７／０１／０８２．
同上，ＤＹ　３０／３６０７／０１／０８３．
Ｍａｒｔｉｎａ　Ｗｏｂｓｔ，Ｄｉｅ　Ｋｕｌｔｕｒ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ｄｅｒ　ＤＤＲ　ｕｎｄ　ＶＲ　Ｃｈｉｎａ，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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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将统社党视作苏共的打手，认为“这次大会虽暴露出德苏之间有矛盾，但在目前
情况下，德领导还是要跟着赫鲁晓夫走的”。民主德国“国家不大，但大国主义却极
其严重。帝国主义、大日耳曼主义影响最深，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在他们身上
逐渐消失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极端损人利己的性格逐渐在他们这些人的身上体现
出来了”。① 而对于六大的具体成果，中共则提得很少。中共认为，大会“选举干部
不是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而是以经济技术知识为主要标准”，“说明亲苏反华的积极
分子得势，体现了统社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便于乌布利希控制中央，独断专行”。②

与此相比，统社党尽管没有强调和中共斗争，但为了稳定国内民众，六大后统
社党在全国各地区传达“六大精神”时，都谈到了六大的过程和“中国同志问题”，并
且以此为主题举办了数十次大大小小的会议。民主德国普通民众从基层官员那里
得知情况后，“对此很愤慨，认为中国愈来愈离开社会主义阵营，而南斯拉夫却愈来
愈接近社会主义阵营”。③ 很多基层普通党员表示，“中、朝、越、古巴走的是另外的
道路”。④

中德两党的公开争斗，不仅使得联邦德国有机可乘，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孤立
民主德国，还直接影响到了中国与民主德国在国家关系领域中的合作。为了邀请
中方派团参加１９６３年莱比锡春季博览会，民主德国驻华大使和商务专员曾多次向
中国政府部门表示，“你们的态度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展出可以展示我
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中国的力量。对我们签订对德和约和解决柏林问题也将
起到重要作用”。⑤ 但中方不仅没有参加当年的春季博览会，对于德方邀请中国派
代表团参加同年举行的秋季博览会并签订进出口合同一事，中国政府也都予以
拒绝。⑥

双方的争论还直接影响到了中德在技术领域方面的合作。此时尚有少数民主
德国专家留在中国工作，但这些人却直接卷入到了与中方陪同官员的意识形态争
论中。例如１９６３年２至３月间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进行设备安装调整的民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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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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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对德党“六大”的一些看法》。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研究室：《驻德国使馆对德党“六大”选举问题的看法》，１９６３年２月５日，中
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２５６９－０１。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朝鲜使馆同志谈的一些问题》，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５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
号：１０６－００７２０－０３。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朝使馆向我谈的几个情况》，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４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１０６－００７２０－０３。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出国展览部候法曾副部长与民主德国驻华使馆商务专
员鲁威希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９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３３８０－０１。

中国对外贸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致民主德国对外和东西德贸易部信》，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０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０３３８０－０１。



《德国研究》２０１５年 第４期 第３０卷 总第１１６期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国专家“大肆宣传战争的可怕性”，并批评了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政策。而中
方则指出了正义战争的重要性和“帝国主义欺软怕硬”，表达了对在中印冲突问题
上“现代修正主义乘机攻击和诽谤我们”的不满，同时还推荐专家阅读中共在意识
形态论战中最新发表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文章。① 在这种情形下，双方
在经贸技术领域的合作气氛也变得非常紧张。此后中国管理部门也对中方人员出
席民主德国驻华机构所主办的一系列工农业产品展览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作出了

专门指示。②

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德社会和人员交往也受到了巨大阻碍。例如，上海某研究
人员和其民主德国女友保持了６年的通信来往，尽管双方“只说私事和互相送礼
物”，但这种行为受到了上海市委的批评，认为其“乱搞男女关系，小偷小摸严重，对
外国表现热情”。③ 可以说，到１９６３年年底，中德之间的党政、经贸科技和社会文化
交往已经全面陷入困境，中共高层已将与民主德国的关系视作是中欧外交关系中
“最差的”。④

中德矛盾的加剧和双方的公开争论，实际上对苏联有利，加强了苏共与统社党
的合作。苏共认为，中共指责某个党没有独立性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其自尊心和民
族感情，以孤立苏共，使其面对面同苏共展开论战。⑤ 但几年前还被苏方视作是中
共重点争取对象之一的统社党，⑥短期内看起来很难恢复与中共的合作。２月２２
日，苏共将其致中共的信转发给了统社党，并表示“苏共满意地发现，统社党和苏共
长期以来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意见交流，我们希望
进一步发展这种紧密的关系”。⑦

四、结　语

有德国学者认为，中苏分裂后统社党必须在中苏之间选择其一，而取消对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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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德国专家最后还是成功完成了此次安装任务，参见上海市委科技委员会：《专家工作室活
动和工作简报》，１９６３年３月４日，上海市档案馆，档号：Ａ５２－２－２１７。

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关于民主德国领事馆与我所人员同２次电话的情况报告》，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日，

上海市档案馆，档号：Ａ５２－２－２１７。

上海市委外事小组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组办公室关于上海市汽轮机锅炉研究所王某某与
民主德国女友通信问题的情况汇报》，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６日，上海市档案馆，档号：Ａ５２－２－２１７。

中国外交部办公厅：《邓小平会见黑根谈话记录》，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４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１０９－
０３９１９－０３。

苏联驻华大使馆：《苏联驻华使馆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中央对苏共来信的反应》，１９６３年５月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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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弢：兄弟阋墙：中德在１９６３年统社党六大前后的争斗及其影响

的依靠对统社党来说是政治自杀。① 的确，统社党对苏共的依赖是全方位的，很难
再有其他选择。但包括柏林墙修建等５０、６０年代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表明，

统社党与苏共政策还是存在着区别和矛盾，并且时不时扮演着“尾巴摇狗”（ｔｈｅ　ｔａｉｌ
ｗａ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ｇ，喻指从属地位的势力执掌指挥权）的角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
苏联的对德政策。② 同时德国学者的上述看法还忽视了统社党在中苏分裂的情况
下政策的复杂性。六大召开前，统社党在内政和外交的基本方针路线上已经和中
共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和矛盾。到会议召开时，这一矛盾公开爆发。统社党对中共
的批评，主要是从中共与统社党自身利益和政策相关的矛盾处出发进行的。没有
苏联的指挥，统社党和中共的矛盾也会爆发。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但民
主德国作为一个小国、统社党作为一个小党，在内政外交问题上极度虚弱，难以完
全和中共决裂。因此，其在六大前后一面与中共进行论战，另一面又尽量维持会议
的顺利进行和两国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以防国内的混乱和西方阵营乘机利用。

在中苏矛盾越发加剧的情况下，中共不仅一开始就认为统社党是苏共的“附
庸”，还把后者的国内政策也看作是陷入了“修正主义泥坑”，对于统社党六大也是
以强硬的斗争姿态前往参加的。因此，在六大上赫鲁晓夫发表和解的讲话后，中共
表现得难以适应，同时也忽视了统社党在会议上所体现出来的妥协以及在内政外
交上虚弱的一面，反将其视作是“狡猾的迂回策略”，过度地强调了斗争而没看出苏
德之间的区别。而作为代表团团长的伍修权，尽管曾在１９６２年和王稼祥等人一起
向中央提出过要避免中苏斗争继续尖锐下去的建议③，但其在六大上的表现却加
剧了中德及中苏之间的对抗。

六大后双方争斗的继续，以及中共在民主德国进行的宣传战进一步恶化了两
国的国家关系。这场兄弟阋墙使双方在党政、经贸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交流上均陷
入困境，这对原本还对中德往来存在疑虑的苏联实际上是有利的。这种状况，直到

１９６３年底毛泽东提出“豺狼当道、焉管狐狸，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从而将斗争
矛头重新指向苏共之后，才开始发生改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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